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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与冷：中国法律人工智能的再思考


左卫民

　　内容提要：法律人工智能界出现了话语与实践、域内与域外的冷热差异。中国在顶层
设计、官方政策、学术界研究方面对人工智能的重视程度超过不少国家，但却在司法实践

运用效果层面遇冷。而在域外尤其是美国，尽管政府层面的支持力度及辐射规模似乎远

不及中国，但地方实践却有亮点。话语层面的“冷热不同”缘于中国与域外国家在人工智

能上的认识差异。实践层面“冷热不同”的原因在于前期准备条件的不同、研究方法上的

差异、法律数据充分性的不同以及法律人工智能的技术瓶颈。未来，中国的法律人工智能

应当由冷转热，由热转实，持续强化法律人工智能的实践能力，通过引入统计学、计算机科

学的人才从根本上改变法学院的基因，并通过开设法律大数据、法律人工智能等相关课

程，实现真正的跨学科互动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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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卫民，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和进步，人工智能在世界与中国范围内的讨论愈来愈热。

２０１８年６月，ＯｐｅｎＡＩ宣布，在Ｄｏｔａ２游戏五对五的规则下，人工智能击败业余人类玩家，
并准备对专业玩家团队发起挑战。而在一年前，人工智能还只是在一对一的规则下击败

人类玩家。〔１〕 与此同时，美国ＩＢＭ公司旗下的人工智能“ＰｒｏｊｅｃｔＤｅｂａｔｅｒ”与以色列辩论
冠军奥瓦迪亚以及另一名人类辩论员扎福瑞尔，分别就“政府应资助外层空间探索”和

“人类应使用远程医疗”问题展开了两场辩论。〔２〕 辩论过程中，“ＰｒｏｊｅｃｔＤｅｂａｔｅｒ”通过云
端技术搜集报纸、学术论文等资料并将其转化为论述，同时分析对手的演讲并提出反驳。

虽然“ＰｒｏｊｅｃｔＤｅｂａｔｅｒ”在第一场比赛中落败，但第二场辩论结果显示，机器人以九票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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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洪凌啸同学、叶燕杰同学、朱奎彬副教授、王禄生副教授对本文提出的修改意见。

参见杨吉：《机器人还不会有“普鲁斯特记忆”》，《上海证券报》２０１８年８月２９日第８版。
参见李忠东：《人工智能“辩论员”登台亮相》，《检察风云》２０１８年第１５期，第３４－３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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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先人类辩手。种种迹象表明，人工智能将继续“侵入”人类的各种领域，那么法律界尤

其是中国法律界做好相关的准备了吗？

一　热与冷：法律人工智能界的悖论现象

（一）话语与实践的冷热差异

１．官方政策层面之“热”

面对来势汹汹的人工智能“革命”，中国政府对人工智能的支持力度空前强大。纵

观世界，可以说尚未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通过官方的顶层设计来支持司法和公共安

全领域大规模地运用人工智能技术的。２０１７年３月５日，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
明确指出支持人工智能发展，强调“加快新材料、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制药、第五代

移动通信等技术研发和转化，做大做强产业集群”。〔３〕 这是中国向世界发出的明确信

号———中国将成为人工智能技术的先锋。同年７月２０日，国务院印发了《新一代人工
智能发展规划》，提出“构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先发优势，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世

界科技强国”，〔４〕力图在新一轮国际科技竞争中掌握主导权。〔５〕 另外，以笔者参与的科

技部项目评审为例，其中很多内容都涉及到庭审的信息化，并且，项目的资金支持力度也

很惊人。

在司法领域，人工智能的运用尝试更是如火如荼。在２０１６年第三届世界互联网大会
智慧法院暨网络法治论坛上，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表示：“将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在司法

领域的应用。”〔６〕在地方层面，科技公司开始不断与各地法院联手，大力推进司法领域的

人工智能应用，例如，科大讯飞与三省一市（江、浙、沪、皖）高级人民法院签署了《推进长

三角地区三省一市“人工智能＋法院”深度战略合作协议》，共同推进“人工智能 ＋法院”
在长三角地区的应用。〔７〕 此外，由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研发的“上海刑事案件智能辅助

办案系统”（即２０６系统）成为一项标志性工程。〔８〕

２．学术界研究层面之“热”

受司法实务界的影响，法学界对法律人工智能的关注和研究热度也与日俱增。在中

国知网上以“法律”“人工智能”为关键词搜索，可以发现，２０１６年前每年相关主题的文献
仅为１０－１５篇，很多年份甚至是个位数。进入２０１６年，文献数量猛增为６２篇，２０１７年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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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强总理代表国务院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人民日报》２０１７年３月１７日第
１版。
《国务院关于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的通知》，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ｏｖ．ｃｎ／ｚｈｅｎｇｃ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０１７－０７／２０／ｃｏｎｔｅｎｔ＿
５２１１９９６．ｈｔｍ，最近访问时间［２０１８－１０－２６］。
参见李克强总理代表国务院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人民日报》２０１７年３月１７
日第１版。
邓恒：《人工智能技术运用与司法创新》，《人民法院报》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１４日第７版。
参见《讯飞携手长三角法院共同推进“人工智能 ＋法院”》，ｈｔｔｐ：／／ｗｗｗ．ａｈ．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２０１８－０６／０７／ｃ＿
１１２２９４９４４６．ｈｔｍ，最近访问时间［２０１８－１０－２６］。
参见严剑漪：《揭秘“２０６”：法院未来的人工智能图景———上海刑事案件智能辅助办案系统１６４天研发实录》，
《人民法治》２０１８年第２期，第３８－４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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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达到２８８篇，法律人工智能的专著或专题研究类成果也开始出现。〔９〕 此外，近年来国
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社科基金等重大科研项目中法律人工智能选题的出现与增多也预

示了未来相关研究的方向。

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梳理，笔者发现，目前关于法律人工智能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几

个方面：其一是探讨人工智能对整个法律体系、法律制度的影响。〔１０〕 其二是探讨人工智

能所涉及的法律资格、主体的问题，例如是否应当将法律主体资格延伸至人工智能。〔１１〕

其三是探讨人工智能对部门法的可能影响，例如，人工智能时代侵犯财产犯罪的刑法适

用、人工智能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法律问题〔１２〕以及智能机器人的刑罚体系〔１３〕等。与此

同时，与法律人工智能相关的研讨会也开得不亦乐乎。一时间，法学领域的人工智能研究

炙手可热。

３．司法实践运用效果之“冷”

尽管在话语层面，我们不断宣扬人工智能已经成功在司法领域开疆拓土，其中的典

型代表如上海刑事案件智能辅助办案系统、江苏的智慧审判系统等。但这并不意味着

司法领域的人工智能运用已经获得了实质性突破。事实上，对于中国司法系统斥巨资

力推的大数据及法律人工智能技术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效果并不理想。笔者在 Ｓ省 Ｃ
市有关法院调研类案类判系统时曾了解到，一些法官表示法院提供的类案类判系统存

在明显问题：首先，无法提供精准的类案。其次，类案范围不够广阔，局限于河南、山东等

省份的类案。最后，类案的时间不延续，往往集中于若干年份，但在其它年份却销声匿迹。

这就使得官方提供的类案类判系统无法真正起到参考作用，很多法官不得不连接外网寻

求企业搜索平台的帮助。〔１４〕 另外，就上文提到的江苏智慧审判系统的应用情况来看，似

乎也不太理想，江苏基层法院的部分法官甚至表示并未使用该系统。此外，上海的智能辅

助办案系统也难称“完美”。对此，论者曾评价道，上海政法系统研制的“刑事案件智能辅

助办案”系统主要着眼于证据的合法性自动审查，侧重于形式审查方面，而“在实质审查

方面还有一些障碍”。〔１５〕

上述事实表明，目前法律领域的人工智能运用，在实践层面尚与司法当局主导的“话

语热”存在相当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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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乔路、白雪著：《人工智能的法律未来》，知识产权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版；［美］瑞恩·卡洛、［美］迈克尔·弗兰
金、［加拿大］伊恩·克尔著：《人工智能与法律的对话》，陈吉栋、董惠敏、杭颖颖译，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版。
例如，有学者指出，在人工智能时代，法律功能的独特性面临着丧失的危险。法律的规范性期望被认知性期望取

代，法律被代码／算法取代。参见余成峰：《法律的“死亡”：人工智能时代的法律功能危机》，《华东政法大学学
报》２０１８年第２期；李晟：《略论人工智能语境下的法律转型》，《法学评论》２０１８年第１期。
参见吴习：《人工智能的法理与司法应用———论人工智能的法律主体资格》，《浙江社会科学》２０１８年第６期。
参见林少伟：《人工智能对公司法的影响：挑战与应对》，《华东政法大学学报》２０１８年第３期；江必新、郑礼华：
《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与科学立法》，《法学杂志》２０１８年第５期；吴允锋：《人工智能时代侵财犯罪刑法适用
的困境与出路》，《法学》２０１８年第５期。
对于智能机器人的刑罚体系，有论者认为必须坚持罪刑相适应原则、以刑罚目的为导向原则、刑罚节俭性原则。

适用于智能机器人的刑罚可以有三种，即删除数据、修改程序、永久销毁。参见刘宪权：《人工智能时代刑事责任

与刑罚体系的重构》，《政治与法律》２０１８年第３期。
参见左卫民：《如何通过人工智能实现类案类判？》，《中国法律评论》２０１８年第２期。
参见刘品新：《大数据司法的学术观察》，《人民检察》２０１７年第２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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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域内与域外的冷热

与域外相比较，中国在顶层设计方面对人工智能的重视程度远远超过世界其他各

国。但是，涉及到具体的、深度的人工智能运用时，却又是“上热下冷”，形成冰火两重

天（尤其是司法领域）的景象。而在域外（尤其是美国），尽管政府层面的支持力度及辐

射规模远不及中国，但地方实践却大相径庭。例如，美国一些州的法院已经开始有规模

地将法律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审前保释或判后假释的风险评估之中。〔１６〕 但是，这种做法

引起了争议，由此还产生了著名案例，威斯康星州诉卢米斯一案（Ｗｉｓｃｏｎｓｉｎｖ．Ｌｏｏｍｉｓ）即
是这方面的典型。在该案中，卢米斯认为美国威斯康星州法院使用“风险评估工具”（Ｃｏｒ
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ｌＯｆｆｅｎｄｅｒ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Ｐｒｏｆｉｌｉｎｇｆｏｒ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ｓ）智能量刑系统，将再犯可能
性危险等级认定为“高风险”，有违客观性与中立性，要求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此做出裁

决。然而，２０１７年６月，联邦最高法院却拒绝受理该案件。〔１７〕 笔者推测，美国联邦最高法
院之所以拒绝受理该案，原因之一或许是因为最高法院的九位大法官对人工智能是否能

够应用于司法实践尚无足够的信心，对人工智能在司法实践中运用的程度及范围尚缺乏

把握。

除了上文提到的“风险评估工具”之外，美国的一些州也正在使用法律人工智能工具

来确定被告人的刑期长短。这种“风险评估工具”是在参考了数十年的量刑案例后所设

计的算法。〔１８〕 该算法设置了所在居住地、受教育水平、关系亲密人群的犯罪状况、中学前

是否有过乘坐飞机旅行的经历等权重模块，以此评估被告人在一定时期内重新犯罪的可

能性。〔１９〕 有人更是通过机器学习的方法研究了新奥尔良地检署１９８８－１９９８年十年间
１４５０００名被告人的２８００００起案件，建立了被告人的再犯可能性模型，分析何种案件、什
么样的人会得到法院的减刑与保释。〔２０〕 在《通过算法测算被告的再逮捕率与人类检察

官大不相同，算法还能识别出干扰因素》一文中，论者即提出，如果算法得当，使用该模

型可以降低５％ －９％的再犯危险，〔２１〕并有效区别出人类检察官所蕴藏的主观因素。在
此意义上，法律人工智能可以作为一个基本的分析工具。其算法相比检察官的主观判断

更加客观、公正。

美国康奈尔大学、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高校的一批学者，以乔恩·克莱因伯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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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左卫民：《关于法律人工智能在中国运用前景的若干思考》，《清华法学》２０１８年第１２期，第１０８－１２４页。
参见左卫民：《关于法律人工智能在中国运用前景的若干思考》，《清华法学》２０１８年第１２期，第１０８－１２４页。
参见Ａｍａｒａｎｔｏ，ｅｔａｌ．，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ＡｓＰｒｏｓｅｃｕｔｏｒｓ：ＬｏｗｅｒｉｎｇＲｅａｒｒｅｓｔＲａｔｅｓＷｉｔｈｏｕｔＤｉｓｐａｒａｔｅＩｍｐａｃｔｓａｎｄＩｄｅｎｔｉｆｙｉｎｇ
Ｄｅｆｅｎｄａｎｔ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Ｎｏｉｓｙ”ｔｏＨｕｍａｎ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ｅｒｓ（Ｊｕｎｅ２５，２０１７），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ａｔｈｔｔｐ：／／ｄｘ．ｄｏｉ．ｏｒｇ／１０．
２１３９／ｓｓｒｎ．２９９３００３，最近访问时间［２０１８－１０－２６］。
参见Ａｍａｒａｎｔｏ，ｅｔａｌ．，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ＡｓＰｒｏｓｅｃｕｔｏｒｓ：ＬｏｗｅｒｉｎｇＲｅａｒｒｅｓｔＲａｔｅｓＷｉｔｈｏｕｔＤｉｓｐａｒａｔｅＩｍｐａｃｔｓａｎｄＩｄｅｎｔｉｆｙｉｎｇ
Ｄｅｆｅｎｄａｎｔ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Ｎｏｉｓｙ”ｔｏＨｕｍａｎ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ｅｒｓ（Ｊｕｎｅ２５，２０１７），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ａｔｈｔｔｐ：／／ｄｘ．ｄｏｉ．ｏｒｇ／１０．
２１３９／ｓｓｒｎ．２９９３００３，最近访问时间［２０１８－１０－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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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ｏｎＫｌｅｉｎｂｅｒｇ）、希马比都·拉卡拉胡立尔（ＨｉｍａｂｉｎｄｕＬａｋｋａｒａｊｕＪｕｒｅ）、莱斯科韦茨
（Ｌｅｓｋｏｖｅｃ）、塞德希尔·穆来纳森（ＳｅｎｄｈｉｌＭｕｌｌａｉｎａｔｈａｎ）等领衔，利用决策树、迭代算法
等机器学习算法，分析了美国法院１５万余份重罪案件的承办法官所做的保释或假释决
定，〔２２〕研究美国法官在给予嫌疑人保释或假释决定时究竟考虑了何种因素，哪种因素

最为关键，哪些因素为人类法官所过度考虑以及保释决定是否正确等问题。最后，该研

究团队发现：独立的机器学习算法的预测成绩要优于人类法官的判断，特别是当法官不

当运用了“不具有观察性”因素的情况下，尤其如此。该研究团队进而提出，如果推广

基于机器学习预测的保释或假释规则，就能使美国在犯罪率没有任何增加的前提下，将

监禁人数减少２５％，或在不改变监禁人数的前提下，将犯罪率减少２０％，这等同于增加
了２万多警力。〔２３〕

弗吉尼亚理工大学发现分析中心的学者则通过数据驱动结构的机器学习，分析了美

国最高法院的以往裁判，并以此预测未来判决。人工智能通过分析裁判文本，计算与争点

关系最密切的词语并设置相关权重，进而结合大法官的投票行为预测文字背后大法官们

的重点关注所在。研究发现，人工智能不仅准确发现了法官之间不同的裁判观点与立场，

还对大法官的中间妥协派做了区分。基于此，人工智能对美国最高法院未来裁判的预测

准确率可达７９．４６％。〔２４〕 美国芝加哥的伊利诺理工大学与南德克萨斯法学院利用１７９１
至２０１５年的美国最高法院数据库，合作开发了一种算法。该算法再现了从１８１６年到
２０１５年美国最高法院法官的２８０００项决定和２４００００次投票，正确率分别达到７０．２％和
７１．９％，这高于法学家们６６％的预测准确率。〔２５〕

此外，美国的法律人工智能技术还广泛地应用于对商业合同文本的审查上。例如，美

国法律人工智能平台ＬａｗＧｅｅｘ与斯坦福大学、杜克大学法学院和南加州大学的法学院教
授开展合作，让法律人工智能程序就四小时审查五项保密协议（ＮＤＡ）与２０名有经验的
人类律师展开竞争。主要考察如何就仲裁、关系保密和赔偿的准确界定问题。实验结果

显示，在准确性方面，ＬａｗＧｅｅｘ以９５％的准确率完胜人类律师的８５％准确率。在速度方
面，法律人工智能完成任务仅需２６秒，而人类律师则需９２分钟。〔２６〕 英国律师事务所Ｂｅｒ
ｗｉｎＬｅｉｇｈｔｏｎＰａｉｓｎｅｒ也在特定的产权纠纷案件上使用了人工智能系统，该系统从英国土地
注册局出具的官方所有权契据中提取数据并核查细节，从而在房地产案件中准确提供关

·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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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２３〕

〔２４〕

〔２５〕

〔２６〕

ＳｅｅＫｌｅｉｎｂｅｒｇ，ｅｔａｌ．，Ｈｕｍａｎ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ａｎｄＭａｃｈｉｎｅ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ｓ（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１７），ＮＢＥＲＷｏｒｋｉｎｇＰａｐｅｒＮｏ．ｗ２３１８０．
ＳｅｅＫｌｅｉｎｂｅｒｇ，ｅｔａｌ．，Ｈｕｍａｎ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ａｎｄＭａｃｈｉｎｅ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ｓ（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１７），ＮＢＥＲＷｏｒｋｉｎｇＰａｐｅｒＮｏ．ｗ
２３１８０．
参见ＭｏｈａｍｍａｄＲａｉｈａｎｕｌＩｓｌａｍ，ｅｔａｌ．，ＷｈａｔＡＩｃａｎＴｅｌｌＵｓａｂｏｕｔｔｈｅＵ．Ｓ．ＳｕｐｒｅｍｅＣｏｕｒｔ？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ａｔｈｔｔｐｓ：／／ｔｈｅ
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ｃｏｍ／ｗｈａｔ－ａｉ－ｃａｎ－ｔｅｌｌ－ｕｓ－ａｂｏｕｔ－ｔｈｅ－ｕ－ｓ－ｓｕｐｒｅｍｅ－ｃｏｕｒｔ－５５３５２，最近访问时间［２０１８－１０
－２６］。
ＳｅｅＫａｔｚＤＭ，ＢｏｍｍａｒｉｔｏＭＪＩＩ，ＢｌａｃｋｍａｎＪ（２０１７）Ａ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ｆｏｒ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ｎｇｔｈｅ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ｏｆｔｈｅＳｕｐｒｅｍｅ
Ｃｏｕｒｔｏｆ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ＰＬｏＳＯＮＥ１２（４）：ｅ０１７４６９８．
参见ＨａｒｒｙＰｅｔｔｉｔ，ＴｈｅＡＩｔｈａｔｉｓＦａｓｔｅｒａｎｄＭｏｒｅＡｃｃｕｒａｔｅｔｈａｎＴｏｐＨｕｍａｎＬａｗｙｅｒｓＷｈｅｎＳｐｏｔｔｉｎｇＬｅｇａｌＩｓｓｕｅｓｉｎＣｏｎ
ｔｒａｃｔｓ，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ａｔｈｔｔｐ：／／ｗｗｗ．ｄａｉｌｙｍａｉｌ．ｃｏ．ｕｋ／ｓｃｉｅｎｃｅｔｅｃｈ／ａｒｔｉｃｌｅ－５４３５４７９／Ｔｈｅ－ＡＩ－ｏｕｔｐｅｒｆｏｒｍｓ－ｈｕｍａｎ－
ｌａｗｙｅｒｓ．ｈｔｍｌ，最近访问时间［２０１８－１０－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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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产权所有人的法律提示。〔２７〕 加拿大科技公司开发的ＲＯＳＳ法律人工智能项目利用ＩＢＭ
Ｗａｔｓｏｎ〔２８〕的平台进行技术开发与升级，能够识别用户自然语言问题（例如，公司破产之
后是否能够继续经营），并给予精准、快速的回答。截止２０１６年４月，ＲＯＳＳ就获得了超过
２０个客户，包括贝克豪思和瑞生等全球知名的律师事务所，并且开始向国际领域扩展。

我们从上文分析可以看出，国内和域外在法律人工智能的话语—实践、设计—应用

领域呈现出“倒挂”现象。在中国，我们注重顶层设计，但对司法一线人员在法律人工

智能技术应用方面的真正需求却知之不多，实践中真正有用并投入常态化运营的法律

人工智能系统并不普遍。而在国外，尽管政府层面的顶层设计远逊于中国，但在司法过

程中的应用（包括研究）却显然更为扎实。所以，就当前来看，尽管我国在话语层面不

断地烘托出一片法律人工智能应用欣欣向荣的景象，但深入审视却发现，很多宣传资料

上的预设并未落地生根，实际上，我们基本上还没有使用能够实现裁判预测功能的法律人

工智能系统与工具。

二　冷与热：原因何在

上文分析表明，同域外一些国家相比，中国法律领域的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存在着令

人惊讶的“倒挂”现象。那么，在对待与运用法律人工智能的态度与实践中，为何会呈

现出明显的“冷热不同”？进一步而言，影响法律人工智能话语与实践冷热不同的因素

究竟为何？

（一）话语层面为何“冷热不同”

上述现象的产生，主要原因在于中国与域外国家在人工智能上的认识差异。可以说，

在法律人工智能顶层设计上，域内域外所体现出来的冷热不均是国内外在对待人工智能

态度问题上的直接传导。尽管域内域外均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视为下一个社会变革与经

济增长的引擎，但在对待人工智能的态度上仍有明显区别。相较而言，西方国家对于人工

智能更为警惕，总体上呈现出一种“保守倾向”，而中国则积极得多。

事实上，在域外，在人工智能萌芽的初始阶段，即２０世纪四五十年代计算机与自动化
曙光初现时，人们即开始担心人与机器的相互关系问题了。而当 Ａｌｐｈａｇｏ开始在围棋界
大杀四方后，这种忧虑再次被传递到了社会的各个角落，人们开始担心自身的地位以及未

来是否会被机器所取代的问题。斯坦福大学人工智能与伦理学教授杰瑞·卡普兰甚至指

出，除了体力劳动者，银行职员、文员、记者、会计、律师都要承受被取代的风险。〔２９〕 史蒂

·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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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

〔２８〕

〔２９〕

参见《英媒：人工智能正在取代初级律师》，ｈｔｔｐ：／／ｗｗｗ．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ｗｏｒｌｄ／２０１７－０９／２０／ｃ＿１２９７０８８５６．ｈｔｍ，最
近访问时间［２０１８－１０－２６］。
美国ＩＢＭ公司开发的Ｗａｔｓｏｎ是能够使用自然语言回答问题的人工智能系统。２０１１年Ｗａｔｓｏｎ一鸣惊人，在一档
问答类综艺节目“危险边缘”中打败了人类选手。其后，ＩＢＭ将Ｗａｔｓｏｎ平台向各研发主体开放，用以在各垂直领
域（如医疗、法律等）开展研究。本报告中的多个法律人工智能机器人平台都是在 Ｗａｔｓｏｎ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发
的。如今，Ｗａｔｓｏｎ已经被运用到超过三十五个国家十七个产业领域。
参见杰瑞·卡普兰：《人工智能即将颠覆这８大行业》，《科技中国》２０１６年第６期，第２０－２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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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霍金、埃隆·马斯克等反人工智能派也再三强调，要警惕人工智能的风险。霍金称：

“人工智能在不远的未来，可能会成为人类的一个真正威胁。”〔３０〕马斯克更明确表示，“我

们需要十分小心人工智能，它可能比核武器更危险”。〔３１〕 《未来简史》的作者尤瓦尔·赫

拉利更是预测，人类将失去其神圣地位，成为机器人所圈养的动物，并可能被机器人随意

屠宰。〔３２〕 西方国家的民众普遍将人工智能与《终结者》等科幻电影中的邪恶形象联系在

一起，因此对人工智能有着天然的警惕。

所以，尽管在实践层面西方国家正在不断提升法律人工智能技术的运用范围与深

度，但在国家的顶层设计方面却要慎重得多。西方法治发达国家的权利意识浓厚也是

对人工智能运用保持警惕态度的重要原因之一。由于担心人工智能的运用会引发一系

列的侵权行为以及当下作为权利维护手段的法律所无法解决的问题，西方国家普遍对

人工智能尤其是数据的利用心存芥蒂，并设置了较多限制。例如，２０１８年６月２２日，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以五对四的投票比支持对公民移动电话隐私权的保护，认为执法单

位长时段地掌握公民个人手机位置信息的行为，应受到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的规制，并应

受到较为严格的限制。〔３３〕

相反，不像域外一些人那样，我国不少人对于人工智能并未怀着如此之深的恐惧和警

惕，民众普遍将人工智能技术视为“为我所用”的工具，而对其不利的一面则抱持乐观的

心态。当前中国法律人工智能在实践中遇冷，某种程度上更多地是技术而非观念所致。

在国家的顶层设计上，中国更是将人工智能视为下一个赶超西方发达国家的重要途径，

因此在高层推动上不遗余力，从而进一步提升了人工智能在话语层面的热度。另外，在

法律规制方面，中国对人工智能所设置的进入门槛较低，相应限制也较少，虽然正在对

人工智能的伦理问题进行研究，但一定的滞后性反而为人工智能的政策选择与发展战略

提供了有利条件。

（二）实践层面为何“冷热不同”

１．前期准备条件不同

中国在建设人工智能上没有“历史包袱”，但是正因如此，中国在人工智能技术、人才

团队、资金投入上的前期准备远远不如西方发达国家。西方发达国家研究法律人工智能

技术的历史已达数十年，而中国在这方面则刚刚起步。在美国，早已成立了专门的法律人

工智能协会研究“法律＋人工智能”问题。在人才资源方面，美国的 Ｇｏｏｇｌｅ、Ｄｅｅｐｍｉｎｄ等
人工智能团队在大规模资金的支持下迅速成长，以年甚至月为周期推动人工智能行业不

断突破。而在中国，法律人工智能像是一个“新生儿”，从官方到学者接触法律人工智能

·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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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

〔３１〕

〔３２〕

〔３３〕

牛禄青：《人工智能将引发“无用阶层”？》，《新经济导刊》２０１７年第１２期，第５４－５９页。
江晓原：《人工智能：威胁人类文明的科技之火》，《探索与争鸣》２０１７年第１０期，第１８－２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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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都始于围棋比赛中Ａｌｐｈａｇｏ取得对人类的碾压性胜利之后。即使逐渐兴起对法律人
工智能的关注和研究，但是研究进路基本上仍依循传统的研究范式，即思考如何以其身处

的部门法规制人工智能，而非以透彻地了解人工智能技术的基本原理及其特征为目的，更

遑论成立专门研究法律人工智能的协会了。此外，在人才团队建设上，由于资本的作用，

法律领域很难吸引专业的人工智能人才入行。最好的人工智能人才往往优先考虑互联网

企业或金融行业，少数投身于法律人工智能行业的要么是迫于无奈，要么是将其视为暂时

的栖身之所，真正兴趣使然的则少之又少。

２．研究方法上的差异

在研究方法上，中国的法律人工智能研究远远落后于域外国家。从研究传统上看，

域外国家更为重视法律实证研究，对于法律与科技的交叉研究有着长期的学术传统和

坚实的研究基础。反观中国的社会科学尤其是法律界，其主流的研究方法仍然具有诸

多人文化、抽象化、思辨化的特征，而缺少实证化、技术化的研究方法的运用。从２０１５
年前相关法律人工智能的论文数量屈指可数上就可窥见一斑。可以说，中国的法律学

界向来缺乏运用科学技术方法模拟法律、运用法律的思维，在资金上和技术上也缺乏对

人工智能运用的投入，进而导致整个中国法律界事实上都缺乏法律人工智能研究的土

壤。而在西方的研究体系中，法律人工智能已经开始在商业化运营的大环境之下迈入了

良性循环和发展之路。

尽管在媒体与学术会议上，我们在不断地讨论、推广与使用法律人工智能，但仔细审

视就会发现，我们主要探讨的仍然是如何规制人工智能这一新事物，而不是从技术逻辑切

入当下人工智能的最新发展以及人工智能的核心———算法方面讨论人工智能对旧有法律

制度、体系所形成的冲击。申言之，我们的知识路径依然停留在法学圈子范围内，真正了

解、熟悉人工智能发展现状与趋势的人并不多，也缺少从人工智能角度阐释法律未来发展

方向的相关作品和思考。

另外，中国的法学家在研究工具上大大落后。受制于学科训练背景，我们的法学家通

常既不熟悉统计学的相关知识，对最新的机器学习方面的相关知识一般也所知甚少。而

在域外，统计学的方法几乎是一项基本的研究技能。笔者在参加欧洲第二届法律实证研

究年会时发现，相关学术会议在正式开始之前，会用一个整天的时间对与会人员进行会

前培训，其主要目的就是提升参会者用统计学的方法进行实证研究的能力。培训会议

上分布着各个年龄段的学者，无论是老教授还是学术新人，他们都有意愿与需求学习统

计学的方法。这说明，国外法学界的研究范式正在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法学教授开始

学习数学、统计学、机器学习、数据科学等基本方法，这些工具构成了域外学者进行法律实

证研究的基础。

并且，这一影响已经开始在域外的学术界结出了一定的学术成果，其学术影响力在不

断扩散与增加。除了一些典型的论文成果，国外的法学期刊杂志越来越接受那些通过标

准的统计学方法进行法学定量实证研究的文章。然而，这种类型的论文在国内尚难以被

主流的法学期刊杂志所接受。由此可见，我们缺少基础性的工具与思想支撑。在中国，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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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尚未看到如欧洲、美国那样的基于先进算法的法律研究文章，甚至连通过统计学方法进

行法学研究的论文也数量寥寥。或者即使使用了统计学方法，也只是简单地使用描述性

统计学的方法，而缺少（使用例如回归等方法）分析性统计方法的文章。如果新一代的学

者们既不懂统计学的相关知识，也不了解人工智能中的机器学习算法，也就无法撰写如国

外学者那样的文章，更有可能在最新的国际学术竞争中落于下风。在这样的环境下，要想

深入研究法律人工智能问题是不可能的。

因此，我国法学界迫切地需要来一场法学知识的范式革命，我们不仅需要将法学研

究由书斋法学向实证法学推进，更要将文本法学向数据法学转变。可以说，如果法学的

知识范式没有革命性的变化，那么，法律人工智能的技术应用在很大程度上就不可能获

得成功。

３．法律数据的充分性不同

法律人工智能在司法领域的逐步推进是一个漫长而艰巨的过程。从现阶段看，即使

是域外国家，司法实践中所使用的预测性法律人工智能也有范围的限制，例如，美国学者

主要通过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算法研究，预测美国最高法院而不是美国全部法院的判决结

果。这一现象的出现有其背后缘由。美国法院分为联邦与州两级法院系统，不同州之间

的法律体系差异也很大，许多州在法律数据的公开上并不完善，很多时候甚至没有记录完

整的庭审过程。能够做到全程记录法庭庭审过程的法院是美国最高法院，这也就解释了

为何美国法律人工智能对审判结果的预测首先围绕美国最高法院展开。近年来，随着法

律人工智能的发展，判决结果预测开始不断向联邦最高法院之外的联邦法院扩展，比如知

名的预测平台Ｐｒｅｍｏｎｉｔｉｏｎ。〔３４〕

域外法律人工智能的另一主要战场是商业合同文本的审查环节。法律人工智能之所

以能够在这一领域大显身手，原因就在于商业合同文本在数据方面所具有的独特优势。

商业合同文本在社会中的使用量巨大，并且合同文本的内容呈现出半结构化甚至全结构

化的样态，很多时候要么是合同模板，要么是在合同模板的基础上进行了一定修改，但基

本的结构并未改变。因此，这种规则清晰、数据巨大、结构稳定的文本天然具有适用人工

智能的优势。

综上可以看出，法律人工智能特别是深度机器学习在域外司法实践中的运用具有相

当的潜力，并且在有些方面已经展现出接近甚至开始超越法律人的表现。当然，这一切的

前提是充分、准确的司法数据支撑，即无论是司法大数据还是司法小数据，都需要通过深

厚、扎实的实证研究来获得，以确保数据的代表性与准确度。唯有如此，才能通过司法数

据“喂养”法律人工智能，进而生产出正确的司法结论。或许这就是未来法律人工智能在

某些领域与方面超越人类法官的可能之道。

相较域外而言，我国在法律人工智能与大数据研究特别是基于大数据的法律人工智

能应用方面虽然较为有限，但在司法数据方面却略胜一筹。这不仅在于我国司法机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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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数据在总量上比域外法院多。更为关键的是，中国的裁判文书网业已成为全球最大

的裁判文书公开平台，每天都有不断更新的司法裁判文书上网公开，为我们提供了极为重

要的司法数据来源。这些最新的一手数据，甚至吸引了全世界范围内研究司法制度学者

的目光。根据统计，有“超过１７．５亿的访问量来自海外，访问范围覆盖全球２１０多个国家
和地区”。〔３５〕 此外，中国法院还在不断地将法院的历史裁判文件档案电子化，通过自动化

的扫描手段将近几十年来的法院纸质裁判文书转化为 ＰＤＦ格式保存。笔者在参加由科
技部牵头的司法技术项目评标会上也发现，有项目研究者指出，在将纸质文件转化为ＰＤＦ
格式时，对图片数据内容的识别准确率可以提升至８０％以上。目前，我国法院系统正在
不断地将过往的司法裁判文件数据化，并且还在努力提高裁判文书上网的数量，可以说，

中国的司法数据是较为丰富的。

而在域外，欧洲法院一般不将法院的裁判文书上网，也就不可能具有像中国裁判文书

网这样大的数据库。此外，欧盟刚通过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ＧＤＰＲ）对数据使用做了
相当大的限制，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司法的网上公开。而在美国，以刑事诉讼为例，

多年来，美国在州和联邦两级刑事重罪案件中至少有９０％是通过辩诉交易解决的。〔３６〕 那
么这些案件的司法数据自然无法最终被跟踪、使用。即使剩下的１０％左右的案件进入了
最终的庭审环节，但是英美对抗式的审判模式决定了在陪审团机制下，相关的事实认定与

证据使用只涉及支持或不支持，而没有裁判说理的过程，这也决定了在庭审中难以为人工

智能系统提供历史性的决策数据。

当然，尽管中国在裁判文书网建设方面效果突出，甚至许多域外学者都通过中国的裁

判文书网研究相关司法问题。〔３７〕 但是，中国在司法大数据运用方面依然存在着许多问

题。首先是司法数据过于依赖裁判文书网。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裁判文书网上的司法裁

判文书虽然有些案件类型（如醉驾类案件）公开程度较为充分，但有些案件类型（特别是

职务犯罪类案件、行政诉讼类案件）的上网比例依然不足，整体上呈现出一种结构性的缺

失。因此，如果过分依赖裁判文书网，可能导致我们基于裁判文书网所建构的裁判模式

出现系统性偏差。其次，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裁判文书中所记载的判决信息并非中国司

法决策过程中的关键信息，其只是审判过程中信息含量很少的一部分。很多时候，合议

庭、审判委员会中法官的讨论过程、法官判决后所撰写的审判报告或许才记载了判决形

成的决定信息。很显然这些文件、信息都尚未上网公开，难以为学者所研究利用。最

后，还需要辨明裁判文书上所载的表面信息与案件判决中的实质信息的差异性。网上

裁判文书所公开的信息往往只是文字化的表面信息，至于其背后的实质内容为何，隐藏

了多少其他的政治、社会因素考量，我们不得而知。因此，在数据具有结构性缺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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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裁判文书网总访问量突破百亿，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ｏｕｒｔ．ｇｏｖ．ｃｎ／ｚｉｘｕｎ－ｘｉａｎｇｑｉｎｇ－５７０４２．ｈｔｍｌ，最近访问时间
［２０１８－１０－２６］。
参见王禄生著：《美国司法体制的数据观察》，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版，第１８３－１８６页。
例如，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的李本教授通过裁判文书网上河南法院的相关数据研究了中国刑法中的宽大与严惩

问题。参见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Ｌ．Ｌｉｅｂｍａｎ，Ｌｅｎｉｅｎｃｙ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Ｌａｗ？ＥｖｅｒｙｄａｙＪｕｓｔｉｃｅｉｎＨｅｎａｎ，３３ＢｅｒｋｅｌｅｙＪ．Ｉｎｔ’ｌ
Ｌａｗ，（２０１５）。

环
 球

 法
 律

 评
 论

GL
OB
AL
 L
AW
 R
EV
IE
W



所含并非关键性内容、数据与真实情况背离的状况下，仅仅依靠裁判文书网上的大数据或

其他有限公开渠道上的信息，谋求对中国法律运行真实情况的充分认识，显然是不客观、

不科学且具有局限性的。因此，对于司法大数据及以此为基础搭建的法律人工智能，应当

保持充分的冷静与警醒。

４．法律人工智能的技术瓶颈

尽管各个领域的学者对于何为人工智能见解不同。有些未来学的学者甚至简单地

将科幻电影中的人工智能形象与现实中的人工智能技术运用等同起来，但就其本质而

言，人工智能是通过算法所搭建的预测模型。因此，人工智能的本质问题是围绕着数

据、算法、模型而展开的技术问题，人工智能科学更多地应归入到以统计学方法为基础

的数据科学中。

因此，需要追问的问题是：通用领域的人工智能技术真的适用于法律的独特场景吗？

这些技术还面临怎样的瓶颈？目前，中国的法律人工智能界并没有成体系地为“法律”量

身定制一整套专有技术。市面上所使用的技术绝大多数是通用的共性技术，而没有充分

考虑到法律行业的特殊性。更进一步，在部分法律场景专有人工智能技术研发尝试中也

普遍面临瓶颈。以知识图谱构建为例，普遍采用自顶向下的人工构建方式，而自底向上的

自动化构建方式则并未取得实质进展。〔３８〕

总之，中国法律人工智能在话语层面的“热”往往是一种“虚热”，而实践层面的“冷”

基本上是一种“真冷”。西方国家法律人工智能实践层面的“热”是“实热”，是相对成功

的“热”。中国的法律人工智能在研究思维与实际的运用能力及相关资金投入、技术支撑

上，远远不如西方，这也是中国在法律人工智能实践上遇“冷”的根本原因。然而值得庆

幸的是，中国对法律人工智能抱有更加乐观、积极的态度与期望，并且，相对于西方国家在

司法数据上非记录化、非公开化的趋向，中国在司法大数据的收集、保存、分析与运用上具

有较大的优势，中国法院对司法数据的公开也持更为开放与成熟的态度。或许当下中国

的法律人工智能不如西方那般运用成熟，但相比西方有限的应用领域，未来中国将具备在

更多领域超越西方的潜力。

三　结　语

在法律人工智能领域，中国的“冷与热”与西方的“热与冷”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与对

比，这一现象的背后映射出深刻的社会、法律、思想方面的差异。在未来，中国的法律人工

智能要由冷转热，并进而由热转实，持续强化法律人工智能的实践能力。与此同时，我们

也需要对法律人工智能的局限性有清醒的认识与判断，认识到不可能使法律人工智能运

用的所有领域都由冷变热，由热变实。法律人工智能到底是什么，到底做了什么，未来到

底怎么做，朝哪个方向前进，这些问题需要长久的探求。因此，中国的法律人工智能依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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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漫长而艰辛的道路需要跋涉。笔者提倡并已经尝试，通过引入统计学、计算机科学的人

才从根本上改变法学院的基因，并通过开设法律大数据、法律人工智能等相关课程，实现

真正的跨学科的互动与交流。唯有如此，才可能真正迎来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在中国法律

界光辉灿烂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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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雨　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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